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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长江下游地区

考古学研究中的长江下游地区主要局限在狭义的江南地区，包括环太湖地区、宁绍平原，以及周边

的丘陵地带，其中环太湖地区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

（州）以及上海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比较复杂，为了简明，我按时间先

后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与考古学界争论的新石器时代分期无关），早段包括上山文化（距今10000-9000

年）和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年前后），这两个早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中上游的丘陵地带。中段分

为两个序列，一是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二是分布在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时

间都在距今7000-5000年间。晚段主要是良渚文化（距今5300-4500年），以及其后的钱山漾文化（距今

4500-4100年）和广富林文化（距今4100-3800年）。广富林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长江下游地区很早就有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这主要是得益于一些区域的高水位土壤环境造

成的特殊的遗址埋藏条件。例如著名的河姆渡遗址，由于地势湿洼，文化堆积长期被水浸泡，为各种有

机质遗物提供了良好的隔氧保存条件，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

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大量稻谷遗存①。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推动了我国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自20

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考古学者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稻作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

究，其中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植物考古实验室贡献最为突出②。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

掘项目开始应用浮选法或水洗法开展植物考古研究，例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植物考古实验室开展

的一系列重要的植物考古工作。

长江下游地区的植物考古新发现以上山遗址和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最早。上山遗址位于浙江浦江，

伴随发掘采用浮选法出土了一些炭化植物种子，其中包括炭化稻米59粒，稻谷基盘7个③。跨湖桥遗址

位于浙江萧山，伴随发掘采用水洗法出土了上千粒稻谷遗存④。上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中有两粒出

自上山文化地层，绝对年代在距今10000-9000年间，跨湖桥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绝对年代在距今8000

年前后。在我国发现有一万年以前稻谷遗存的考古遗址还有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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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遗存是从钙化板中发现的①，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稻遗存是通过植硅体分析

方法发现的②。上山遗址的稻遗存是通过浮选获得的炭化稻谷粒，除此之外，在上山文化地层中还发现

了掺杂炭化稻壳的红烧土残块，在出土陶片的断面上观察到了陶土中掺入稻壳的现象。这些早期稻遗

存的发现说明，生活在一万年前的上山遗址古代先民在从事采集狩猎的同时开始耕种稻。而跨湖桥遗

址出土的大量稻谷遗存进一步说明距今8000年前后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从事稻作农业生产。

长江下游地区的植物考古新发现以田螺山遗址最为丰富。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余姚，与著名的河

姆渡遗址相距仅7公里，两处遗址的文化内涵完全一致，都属于河姆渡文化，埋藏环境也相似，保存有丰

富的有机质遗物③。在田螺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采用浮选法和水洗法出土了数量惊人的植物遗存，包

括数不胜数的水稻遗存，以及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遗存，例如菱角、芡实、栎果、猕猴桃、柿子、南酸枣

等④。根据量化分析，水稻是田螺山人的重要食物资源，但稻作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取代采集狩猎成为

田螺山人乃至河姆渡文化的经济主体，通过采集获得的可食用野生植物，例如菱角、芡实、栎果等，仍然

是当时的重要食物资源⑤。这说明，河姆渡文化时期仍然处在向稻作农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长江下

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与采集狩猎的更替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变革。

与河姆渡文化同时期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是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虽然在很多相关遗址开展过

浮选，但大多数遗址的浮选结果并不理想，这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的不利于浮选的黏性红壤

有关，因此环太湖地区的植物考古很多是同时采用植硅体分析和浮选两种植物考古方法。已经发表浮

选结果的有江苏的昆山绰墩遗址⑥和姜里遗址⑦、张家港东山村遗址⑧、无锡杨家遗址⑨，浙江的嘉兴马家

浜遗址、海宁小兜里遗址⑩等。这些浮选结果显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生业形态与河姆渡文化大

同小异，首先，所有遗址都出土有水稻遗存，其中以稻谷的基盘/小穗轴为主，稻米数量较少；其次，都包

括了种类繁多的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如菱角、芡实、栎果、甜瓜、葫芦、猕猴桃、南酸枣等。

继崧泽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期之后，强势的良渚文化一统环太湖地区和宁绍平原，所以长江下游地

区的大多数考古遗址都包含有良渚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昆山绰墩遗址、无锡杨家遗址、

海宁小兜里遗址、上海广富林遗址、宁波鱼山遗址等，还有些遗址是以良渚文化遗存为主，例如浙江的

余杭茅山遗址、玉架山遗址和卞家山遗址，江苏的昆山朱墓村遗址等。综合这些遗址的良渚文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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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浮选结果，出土的植物遗存都是以水稻为主，其中稻谷的基盘/小穗轴出土数量最为突出，同时也出土

了少量的菱角、芡实、甜瓜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近年在浙江余杭地区发现了一座宏伟的良渚文化古

城①，在古城北部又发现了当时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用草裹泥包垒砌的绵延10余公里的防洪大坝②。
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再考虑到以往考古发

现的表现社会分工、等级分化的良渚文化遗存，例如随葬精美玉器的大型墓葬，代表军事权威的玉钺，反

映神权的玉琮，等等，良渚文化已经具备了国家要素，标志着古代文明的形成。古代文明的形成与稻作

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这在植物考古新发现得到证实。例如，在良渚古城内的王族居住区——莫角

山高台的东坡发现了一个大型灰坑，填满了炭化稻米，估计应该是一处储藏粮食的窖穴，后因失火被放

弃。经过科学的换算计量，从该窖穴清理出的炭化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总重达1.3万公斤③。
综合以上植物考古发现，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经济属于典型的古代中国南方稻作农业传统，水稻是

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中的唯一农作物品种。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早在一万年前

当地古代先民就已经开始尝试耕种野生稻；距今8000年前后稻作农耕生产活动出现；距今7000-5000年

间，稻作农业成为重要的生存资料来源，但人们仍需要通过采集活动获取食物补充；距今5000年前后的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最终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良渚文化不仅是稻作农业社会建立

的标志，也是中华文明起始的象征。

七、长江中游地区

考古学研究中的长江中游地区主要是指两湖平原，包括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的以澧阳

平原为代表的洞庭湖平原。前面提到，考古学研究中的长江下游地区局限在环太湖地区和宁绍平原，因

此位于长江中下游衔接部的苏皖沿江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常常被忽略，原因不详。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

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以长江以南的澧阳平原比较系统，最早的是彭头山文化（距今 8000 年前

后），之后顺序为皂市下层文化（距今 7000年前后）、汤家岗文化（距今 6800-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

6300-55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500-50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5000-4200年）和后石家河文化（距

今 4200-3800 年）。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尚不清晰，比较清楚的始于距今

6000年前后的大溪文化。在大溪文化晚期，江汉平原东部出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油子岭文化，随后油

子岭文化发展成为屈家岭文化。强势的屈家岭文化迅速扩张，分布范围很快蔓延到整个江汉平原以及

周边地区，甚至包括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自此长江中游地区南北形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依次

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

比邻洞庭湖的澧阳平原地势低洼，湖沼发育，河流众多，许多考古遗址埋藏在现代水位之下，为古代

文化遗存提供了良好的隔氧保存条件。20世纪末，澧县八十垱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保存良好的

稻谷和稻米遗存，总数达1.5万余粒④。在此之前，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胎壁上也发现有炭化稻

壳遗存⑤。八十垱遗址和彭头山遗址都属于彭头山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8000年前后，这曾是当时考古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之一，由此长江中游地区也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重要区域。国内外学

①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重要收获》，《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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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4, No. 52. 13637-1364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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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和稻谷粒形分析开展过一系列相关研究，其中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

考古实验室①和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②的贡献最为突出。

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分布密集，保存条件良好，许多遗址在发掘过程中都曾出土水稻遗

存，包括水稻植硅体、炭化稻谷和稻米，以及陶器胎中掺加的稻壳等。例如属于皂市下层文化的临澧胡

家屋场遗址和属于汤家岗文化的安乡汤家岗遗址③，以及包含汤家岗/大溪文化遗存的澧县丁家岗遗址

等④，其中最重要的是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发现。城头山遗址是一座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是我国目

前所知的最早的古代城址之一。在发掘过程中从大溪文化城壕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和稻谷，其他

植物遗存还有炭化粟粒、薏苡、大麻籽、冬瓜籽、葫芦籽等。另外，在城墙内外还发现了几片大溪文化早

期的水稻田遗存⑤。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植物考古新发现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开展过浮选工作并已经发

表了浮选结果的考古遗址有：荆门屈家岭遗址⑥、天门石家河遗址、孝感叶家庙遗址、鄂州城子山遗址⑦、
大冶蟹子地遗址⑧、郧县大寺遗址⑨等。这些遗址的浮选结果有一个共同现象，出土的农作物都以水稻

遗存为大宗，但同时也出土有少量粟粒。以天门石家河遗址为例，在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早期的文化堆

积中采集浮选土样50份，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7800余粒，包括水稻（稻米951粒，穗轴/基盘2288粒）

和粟（57粒）两种谷物，其他出土植物遗存有芡实、桃、猕猴桃、葡萄属、甜瓜等⑩。再以孝感叶家庙遗址

为例，在屈家岭晚期文化堆积中采集浮选土样38份，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11456粒，其中也是包括了

水稻（稻米9703粒，穗轴/基盘1408粒）和粟（66粒）两种谷物。
综上所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例如，在距今

8000年前后的彭头山文化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了早期栽培稻遗存，包括炭化或未炭化的稻谷、稻米、小

穗轴/基盘，以及水稻植硅体；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皂市下层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考古遗址中也发现有水

稻遗存；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溪文化时期考古遗址除了出土大量的水稻遗存之外，还发现了稻田遗

存。这些植物考古证据显示长江中游地区与稻作农业起源相关，所以我们在探讨稻作农业起源时，将长

江中下游地区统称为栽培稻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前面提到，在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水稻是唯一的农作物品种。然而在

长江中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大多数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除了水稻遗存还都发现有少量的

炭化粟粒。考古发现证实，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曾受到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江

①顾海滨：《澧阳平原四个新石器遗址水稻硅酸体的初步研究》，载《湖南考古辑刊》，1994年。

②张文绪、裴安平：《澧县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澧阳平原几处遗址出土陶片中稻谷稃面

印痕和稃壳残片的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第2期。

③尹检顺：《湖南澧阳平原史前文化的区域考察》，《考古》2003年第3期。

④赵志军、顾海滨：《考古遗址出土稻谷遗存的鉴定方法即应用》，载《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2009年。

⑤顾海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水稻及其类型》，《考古》1996年第8期。

⑥姚凌、陶阳、张德伟等：《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江汉考古》2019年第6期。

⑦唐丽雅、罗运兵、赵志军：《湖北鄂城城子山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⑧唐丽雅、罗运兵、陶洋等：《湖北省大冶市蟹子地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1期。

⑨唐丽雅、黄文新、赵志军：《湖北郧县大寺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兼谈鄂西北豫西南山区史前农业特点》，《西部考

古》（第11集），2016年。

⑩邓振华、刘辉、孟华平等：《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和谭家岭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考古》2013年第1期。

吴传仁、刘辉、赵志军：《从孝感叶家庙遗址浮选结果谈江汉平原史前农业》，《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赵志军：《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认识》，《农

业考古》2018年第4期。

2020.4

-- 6



汉平原通过汉水中游地区特别是随枣走廊与南阳盆地相连，而南阳盆地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和碰撞

的枢纽地带，所以，在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浮选出土有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

体农作物粟，不足为奇。但是，长江中游地区毕竟属于南方水乡，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不利于北方旱地农作

物的生长，所以，虽然大多数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考古遗址都浮选出土有炭化粟粒，但数量极少，与出土

水稻遗存数量不可比拟，而且这些粟究竟是当地种植的还是由北方交换而来，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八、长江上游地区

长江上游地区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地理概念，长江自青藏高原源头至湖北宜昌的流经区域都可以囊

括在长江上游地区之中，涉及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川西北高原、成都平原、峡江地区等自然地理单元，

但其中仅有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比较完整，相应的植物考古发现也较丰富。成

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最早的是桂圆桥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5100-4600年间，其后为宝墩文

化（距今4600-4000年）和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100年）。事实上，三星堆文化的中晚期已经进入到

了青铜时代，例如著名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风格独特、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和大型青铜器显示出

成都平原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

成都平原植物考古的研究力量比较雄厚，相关考古科研单位都设立有植物考古实验室，如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近些年来在成都平原乃至周边地区

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几乎都开展过浮选工作。目前已经发表浮选报告的考古遗址十余处，其中新石器

时代的以什邡桂圆桥、新津宝墩和成都金沙三处遗址最为重要。

桂圆桥遗址是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文化堆积分三个时期，一期属于桂圆桥文化，

二期相当于宝墩文化，三期是三星堆文化早期。伴随2009年度考古发掘采集浮选土样19份，其中属于

一期即桂圆桥文化的有4份，从中浮选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黍、粟和水稻三种农作物。黍

的出土数量最为突出，粟的数量较少，而水稻的数量很少①。这说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桂圆桥文化的

农业生产特点应该是以种植旱地作物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主，这与一般认为的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特点大

相径庭。根据出土陶器类型分析，桂圆桥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②，而浮选结

果揭示，成都平原最初的农业生产特点也是受到了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影响。这个判断可以从成都

平原周边地区的植物考古新发现得到进一步证实。例如位于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遗址是一处马家窑

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伴随2003年的考古发掘采集浮选土样9份，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7992粒，其中

包括粟（2350粒）和黍（2161粒）两种谷物遗存，其他出土植物遗存有野大豆、紫苏、桃核、梅核、杏核等③。
根据出土陶器类型及彩陶纹饰分析，营盘山遗址以马家窑文化为主，浮选结果反映的也是典型的马家窑

文化农业生产特点。即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营盘山遗址位于岷江上游，桂圆桥遗址临近都江

堰，二者之间距离不足200千米，通过岷江河谷建立了某种承续关系毫无问题。

宝墩遗址是一处古代城址，也是宝墩文化的命名地，自1995年起开展过多次考古发掘，其中开展过

浮选工作的有三次。例如，伴随2009年度发掘采集浮选土样14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1430粒，其中包

括水稻（稻米 193粒，小穗轴/基盘 586粒）和粟（23粒）两种谷物，其他出土植物遗存有豌豆、薏苡等④。
伴随2010-2011年度发掘采集浮选土样62份，浮选结果与2009年度的大同小异，出土炭化植物种子

①玳玉、万娇：《四川什邡市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与分析》，《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

②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③赵志军、陈剑：《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④姜铭、玳玉、何锟宇等：《新津宝墩遗址2009年度考古试掘浮选结果分析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年，第68-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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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粒，包括水稻（稻米 443粒，小穗轴/基盘 345粒）、粟（67粒）、黍（2粒）三种谷物①。伴随2013-2014

年度发掘采集浮选土样22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1151粒，包括水稻（稻米 716粒，未统计穗轴/基盘数

量）和粟（85粒）两种谷物②。另外，大邑县高山古城也是一处宝墩文化遗址，在发掘过程中采集浮选土

样23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500余粒，包括水稻（稻米260粒，小穗轴/基盘19粒）、粟（9粒）、黍（3粒）三

种谷物③。由此看出，宝墩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也是水稻、粟、黍三种农作物同出，但水稻遗存的出土数

量明显多于粟和黍两种小米，这与桂圆桥文化的浮选结果截然相反，由此反映出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

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由以种植旱地作物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主转变

成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生产特点。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内，是一处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古蜀国的都

邑遗迹，遗址面积达5平方千米。 伴随祭祀区的发掘采集浮选土样78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7000余粒，

其中包括稻米（约900余粒）、粟（约80粒）和黍（约10粒）三种谷物，还发现水稻的小穗轴/基盘27000余

粒，其他出土植物遗存有葫芦籽、甜瓜籽、梅核、南酸枣核、葡萄属种子等④。在金沙遗址核心区域（金牛

区5号C地点）的发掘过程中采集浮选土样15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298粒，包括水稻（稻米201粒，小穗

轴/基盘32粒）和粟（58粒）两种谷物。金沙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六期，其中仅第一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遗存，其他五期属于商周时期，但浮选结果显示，这六期文化堆积出土的植物遗存组成没有显著差异，都

是以水稻遗存为主，同时出土少量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

延续着宝墩文化时期形成的稻作农业生产特点，但同时也种植有少量的旱地作物，这种农业种植制度一

直保持到现今。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为探讨当地生业模式和农业生产发展特点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根

据浮选结果，在距今5000年前的桂圆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深受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影

响，以种植旱地作物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主，但水稻已经传入，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组成部分。在距今

4500年前后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适于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水

稻取代了旱地作物成为主体农作物，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建立。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延续了以种

植水稻为主的特点，并发展至今。

九、结 语

根据以上对分布在西辽河上游、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七个区系的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进

一步证实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植物考古新发现为深入

探讨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通过对这些珍贵的出土植物遗存资料分析和研

究，使得我们对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过程和早期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即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北部非洲⑤。我们的植物考

①石涛、何锟宇、左志强等：《新津县宝墩遗址2010-2011年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3年，第66-

87页。

②闫雪、姜铭、何锟宇等：《新津县宝墩遗址2013-2014年出土植物遗存浮选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3年，第88-

103页。

③姜铭、闫雪、周志清等：《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2013年度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成都考古发现》2016年，第

90-402页。

④姜铭、闫雪、周志清等：《金沙遗址祭祀区植物大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成都考古发现》2015年，第295-313页。

⑤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概述》，《遗产保护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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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新发现揭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几个不同的源流。例如，分布在黄河流域和西辽

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都是以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最为突出，几乎没有

例外；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都是以水稻遗存为主，其中长江下游地区几

乎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农作物遗存，长江中游地区也仅是发现了极少量的粟和黍。这一结果清楚地显示，

中国古代农业起源应该分为南北两条源流：一是以沿黄河流域分布的、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

前面提到，世界各地农业起源的起始时间大多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我们的植物考古新发现揭示，

一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先民分别开始耕种某些籽粒可食用的

草本植物，具体讲，北方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南方是稻。根据进化论观点，栽培作物的驯化是在人类耕种

行为影响下的植物的进化过程，耕种行为是栽培作物驯化的前提，也是农业形成的先决条件①。所以距

今10000年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同时出现的人类耕种行为标志着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开始。距今8000年

前后是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发现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农业生

产的考古证据，例如显现栽培作物特性的农作物遗存（粟、黍、水稻等）和间接反映农耕生产的田间杂草

遗存，以及定居村落、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家养动物遗骸（狗和猪）等。但是植物考古研究还发现，当时的

古代先民依旧凭借采集狩猎获取食物来源，属于农业范畴的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仅是辅助性的生产

活动，社会经济发展在整体上表现为以采集狩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的特点。距今7000-5000年间是

中国新石器时代高速发展时期，例如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但植物考古发现揭示，虽然

农作物和家畜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食物资源，却不是唯一的食物来源，仍然需要通过采集狩猎获得食物

补充。随着生产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农耕生产比重逐渐增强，通过采集狩猎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经

微不足道，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社会经济主体，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导

经济的农业社会阶段。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建立在北方黄河流域地区大约发

生在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发生在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绝对年代都

在距今5500年前后。

农业社会建立之后，生产制度和耕作技术持续发展。我们的植物考古新发现揭示，中国古代农业在

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生产特点。例如，西辽河上游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农

业仍然属于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黄河下游地

区的古代农业则表现为稻旱混作农业特点，水稻与旱地作物粟和黍两种小米都是当地农作物布局中的

主体农作物。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古代农业始终是典型的稻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

生产特点。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的古代农业是传入的，早期受到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影响，表现为

旱作农业生产特点，后期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改变为稻作农业生产特点。比较特殊的是黄河中游

地区，古代农业总体上属于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即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

当地的农业生产逐渐演变成为了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谷物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中，除了本文所讨论的西辽河上

游、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这七大区系之外，还有一些正在构建

和不断完善的区系类型，例如以石峁文化（老虎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区，但这些区系或因新石器时

代文化序列仍然处在学术争论中、或因当地开展的植物考古工作仍不够充分，所以留待今后细述。

（续完）

①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年8月5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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